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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对主体性的自觉在“何为中国”的提问中得到重

申。比照西方现代政治的国家叙事，当代中国对国家性的表述实现了知识逻辑的根本性转换，即从基于实体

政治民族的“民族—国家”到立足于一体性历史过程的“大一统”。作为共同体的本质内核，传统中国在现代中

国的国家建构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体政治理念，以彻底的革命战胜了政治和社会的双

重危机，取得了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双重成就。“大一统”凭借悠久的历史成为“中国性”的支撑性概念。然

而在政治传播与话语辩驳的意义上，面对“民族—国家”的现代知识传统，“大一统”仍然无法精准表述、精确传

达其作为独特现代政治过程的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应以“国家—民族”理论表述“大一统”观，将“大一统”用

于指称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形态，并在历史和理论上论证这一概念的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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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实践的兴起往往会引发人们对新话语体
系的诉求，推动知识生产逻辑的转换。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投射到知识领域的首要成果便是对这一成

功实践的理论阐释。在经验层面，一些西方学者习
惯于将“中国”作为支持、佐证既有观念的偶发现
象，并对其进行模式套嵌、病例分析和话语搬运［１］，
这实际上压缩了“中国”成为独立性理论议题的可
能深度。
本文以“何为中国”为题，以知识生产、话语生

成为理论起点，深入探讨中国历史蕴含的“中国
性”，努力发掘其中具有深厚底蕴、独特经验的现代
性内容，系统分析、全面考察其理论化表述的适当
性，具体包含三个子问题，即关于“中国性”的知识
表述包含哪些基本要素？作为中国一体性叙述的

核心概念，“大一统”经历了怎样的逻辑演进，其指
涉的现代性内涵又是什么？在政治传播与话语辩

驳的意义上，将“大一统”作为现代中国的主体性表
述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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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中国”：“中国性”的
历史出场与理论定位

以“中国”为主题的知识体系在逻辑上诉诸于
对“中国性”的内涵阐释，在方法上指向于对中国长
程历史的总体考察，即发掘现代中国的“历史规
定性”。

（一）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情境及其内生经验
清朝末期，被动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陷入

到文化失语、民族危亡的劫难当中。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质上的国家转型以“共产主义
救国”为突破口，通过思想和组织手段重塑能够支
撑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实体，这一过程所依靠的无疑
是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这一时期，“保全
中国”是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使命和首要任
务［２］（Ｐ．１５３），这要求现代中国的生成以自身的一体性
为前提。作为现代国家转型的独特经验，上述历史
过程成为支持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事实依据，其中
蕴含的“中国性”既是“何为中国”的知识表征，又是
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再现。辛亥革命后，中国结束了
封建帝制，而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政治性、社会性要
素———统一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得以存续，并在现代
中国国家体制的再造中发挥了规范性作用。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转型拥有宏大的世界历
史背景，与此同时，其内在实现逻辑并非基于外力，
而是秉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存、发展原则。这些
原则作为“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指向中国现代转
型的内生经验。［３］

（二）“中国性”表述的理论契机与规范要件
“何为中国”的发问首先针对的便是“中国”议

题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中的“例外”情形。
因此，“中国性”议题的展开应以“民族—国家”理论
为参照，以“政治中国”为面向。作为具有现代意涵
的学术概念，民族理论可按照理论立场分为本质主
义、建构主义两类。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本质主义
的代表，即“民族”需要同时具备语言、地域、经济生
活和心理素质四个标准。［４］（Ｐ．３２）１９世纪，本质主义
的民族设定是欧洲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依据。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对“民族”概念的讨论逐渐
转向建构主义，这是西方理论界对第三世界民族解
放运动的直接反映。在此情境下，民族被国家限
定，民族事务被化约为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转型成
本，民族问题被归置为国家体制建设的副产品。然

而，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国家生成理论并不能完整描
述现代国家的全部形态。在理论层面，作为当代原
生论的代表，安东尼·史密斯注意到“民族—国家”
理论在逻辑上的根本缺陷，即“现代民族”与“前现
代群体”并未根本断裂，历史仍然是民族的先决条
件。［５］在现实层面，中国的伟大实践为现代国家、现
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非西方的成功经验。中国迈
向现代政治的存在基础、发展逻辑具有历史、社会、
文化的延续性，“是中国建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一
体化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所在”［６］。对自身现代政
治经验和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主体性解释是立足

于本土构建话语体系的关键，是国家理论对经验世
界保持开放性的基础。这为“中国性”的分析提供
了贯通方法论、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学理脉络。

二、“大一统”：中华民族的国家叙述

只有以“大一统”为中心的古代中国的思想观
念被当代知识界所接受，作为知识主体的“中国”才
能被彻底激活，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境中获得完
整的诠释空间。笔者以“何为中国”为题，将“中国”
置于古今中西的视野当中，尝试回答“中国由何处
来”“中国以何处立”“中国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
着力构建“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
为立场”的致思经纬。

（一）“大一统”的意涵与逻辑
关于“大一统”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完成了对“大一统”的话语
建构，确立了传统语境下“大一统”的文本基础。在
谱系学视角下，“大一统”可被解构为三个知识
命题。

１．夷夏之辨　立足于中国一统性视角，“中国
性”在“大一统”层面的记述是通过夷、夏的对照与
互认呈现的，这涉及“大一统”的第一个知识命
题———“夷夏之辨”。首先，“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
之亡也”［７］（Ｐ．２４）。夷夏有别作为事实，是被承认的。
其次，这一区分被转化为地理意义上的文明格局。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州里”与“蛮貊”之对正
是“中国”“夷狄”之别的后果。［７］（Ｐ．１６２）夷夏有别并不
意味着夷夏有分，夷夏的转化与融合始终是古代中
国的重要现象。正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
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８］（Ｐ．１７）。
《明太宗实录》载：“（明成祖）人恒言，以不治治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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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夫好善恶恶，人
情所同，岂间于华夷。”

２．天下之说　《禹贡》记载的地理观是“天下”
的最初含义，即“九州”与“五服”。前者以自然界限
为分界描述自然环境的九大区域，后者以政治格局
为分层，以王都为中心，向外渐次拓展形成等级化
圈层。［９］（Ｐ．７８）在《诗经》等经典文本中，“天下”也包
含“中心”与“四方”相互比照的意义。“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１０］（ＰＰ．６～７）“四方”
即围拱中心之国的四方诸国，“中国”之“中”亦与
“四方”并立。集“中国”“四方”于一身的“天下”正
是守正向心之“合”。《大义觉迷录》载：“九州四海
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外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
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天下”呈现出“理气相
即”的“旋涡”样式。［１１］（ＰＰ．７３～８８）

３．正统之学　“夷夏”与“天下”论说或偏重“话
语”，或偏重“行动”，都是对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实践
中某一面向的揭示。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大一
统”强调的是“中国”作为完整范畴的复合意涵，这
是“大一统”超越“夷夏”与“天下”论说的关键所在。
在此，“大一统”既可被视为中国的身份界说，亦可
发展为由自然地理格局衍生而来的关于王朝更迭

的秩序想象，进而凝结为一种正统性叙事原理。
“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
也”，“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１２］

“元年春”表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超越形而
上的价值之上，“王正月”表明世间秩序必然在历史
化中彰显为特定的政治形态———“王政”。［１３］（Ｐ．２２３）

因此，所“尊”之“王者”必然是“正者，正也。统致其
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
正月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王”是宇
宙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枢纽，是道德与经验的集合。
可以说正统论是围绕“王”建立起来的，由正统论拓
展出的“大一统”具备“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向度。

（二）作为现代知识资源的“大一统”
夷夏之转化造就了“大一统”在共同体成员组

成上的结构之“大”，“天下”之一体则成就了“大一
统”在价值次序上的范围之“统”，“大”与“统”的内
在同构决定了“大一统”在经验与精神上的统一必
然凝结为“正统”之“一”。“定于一”的现实制度形
态在“周秦之变”中构建完成，展现出“秦制”作为古
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建制之基始的决定性意义。“夫
一统之事，始于秦，而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之称，
恐亦导源于此。”［１４］（Ｐ．４）《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

同风，九州共贯也。解构“大一统”，其中蕴含识别
“中国性”的三个知识坐标。

１．作为话语—实践策略的治理体系　“大一
统”既是道德也是秩序，即作为“统治思想和治理实
践相结合的古代政治文化现象”具有双重意涵。［１５］

从历史演变看，“大一统”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其制
度形态发端于秦汉，极盛于清朝。及至近代，“大一
统”的深层结构在社会转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成
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力量源头。数千年来，思想
意识与政治建制始终相伴而生，以“尊王”为核心构
建起的“正统论”将“大一统”的双重向度集于一身，

使“道统”与“政统”既相互证成，又互为表里。不同
于西欧民族国家对政治结构的设计，“大一统”的规
范性约束直接由现实政治过程给出，涉及的一系列
治理事务和社会变革，是思想追求和政治策略高度
耦合的“礼序化”制度体系。［１６］共同体在“定于一”

的前提下实现了“以上正下”与“以上治下”的结合，
“大一统”展现出“中国性”突出的治理倾向。

２．作为王朝正统性的系统建制　从本质上看，
“大一统”体现了国家整合意义上的政治集中。与
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密切相关的“合法性政治”以及
“政治合法性”均离不开“王”，前者体现为“王”赢得
“天命”，后者体现为“王”施行“王道”。“王”居于天
人之际，贯通古今之变。宇宙的道德性与政治的历
史性以“王”为衔接点相互贯通，最终“尊于王”而
“定于一”的“正统”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正统”乃
“大一统”的别称。① 作为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
统一，“大一统”通过“尊王”逻辑的转化获得最广泛
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大一统”既可用于表述王朝
国家在其广大疆域内得到民众支持的集中化政治

秩序，又可用作指称王朝更替之际绵延不断的一体
化“中国”的历史秩序。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国家就是延续“大一统”内
在逻辑的现实形式，只不过立足于“中国性”的“国
家”不是奠基于西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深
厚历史底蕴、德性精神的政治文化系统，比任何单
纯的政治组织形式更复杂、更深刻。因此，中国的
现代国家建构不仅是现代国家形态学意义上的国

家建构，还是“大一统”国家和政治“大一统”的双重
现代转型，涉及对共同体延续的事实性辩护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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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证。

３．作为历史写作的意识形态范型　“正统论”
使“大一统”从构想变为事实。作为“大一统”在历
史经验上的呈现，“正统化”历史使“大一统”在经验
事实层面得到解释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王
朝之变、古今之常的“大一统”必然与王朝政治紧密
联系在一起，成为辩证统一的整体，为有效回应经
验主义对“大一统”的解构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经验主义史学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转
换包括边疆史在内的学术议题，寻求“大一统”中国
的“例外”情形，试图以“时空之断裂”否证“中国”的
内在一体性。本文以“正统论”对“大一统”进行逻
辑阐释的过程恰是对上述知识企图的严正反驳。①

“大一统”通过“正统论”将宇宙与政治衔接于
“王”，王者统“天、地、人”成“大一统”。天命以王而
正，万民以正而王。前者代表以王权为核心的古代
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后者表明作为历史书写方式
的“大一统”本身就是政治力量延伸的经验图式。
二者在“大一统”框架下实现了知识与权力在特定
历史时期内的转化与汇通。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

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结成联盟，这使
得以政治集中为核心的“大一统”始终保持着对话
语和行动的“中央调控”———以权力系统为社会结
构框架，在行动上以政治支配为社会运行模式，在
话语上以思想文化论证这一政治过程。因此，“中
国”之“中”不仅是地缘之中，毋宁说“帝王所都曰
中，故曰中国”［１７］（Ｐ．１１４）。“大一统”在现实形态上更
加完整。

（三）“大一统”的适用性及其限度
上文对“大一统”的阐释充分表明，“大一统”同

时蕴含道统、正统、学统三个维度。② 笔者认为可
以用“大”“一”“统”三字分别对应上述三维，即至
“大”无外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合乎“一”者的政治观
和社会观、正而“统”之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在“大
一统”的“中国性”叙述中，以“圣”为“正”回应了纵
向的朝代更替之异，以“礼仪”为轴心的“道德天下”
之道统从而产生；以“王”为“统”回应了横向的夷夏
共聚之同，以“地理”为界分的“中华国家”之政统从
而形成。“道统”与“学统”共同作为中华文明的内
在精神，积淀于“学统”之中。

图１　“大一统”的“中国性”表述

０４

①

②

关于经验主义对中国“大一统”叙事的冲击，可见边疆史、内亚史、“新清史”以及深受后现代思想方法影响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
果，尽管相关研究的着力点各异，但均以突破传统中国一体性为逻辑要点。笔者认为，王朝更替之变异与中华一统之赓续并无相悖之
处，正是王朝之变使中国一体之统续得以传承，在共同体意义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政治集中、维持了一体性内核。相关研究可参见拉
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道统”指“内圣”的文化和精神统续，“政统”指“外王”的具体政治形态演进，“学统”指学术传续。参见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５年；牟宗三《心体与性体》，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



　　１．政治形式与政治内容一体　“大一统”表明
“道之统”与“政之统”是相辅相成的，即作为政治形
式的“天下一统”与作为政治内容的“夷夏一体”是
互为表里的。没有国家形式的“道德天下”就无法
容纳民族内容的“一体中国”，而要做到“一体中国”
就必须共守“道德天下”。历史上，“大一统”是中华
民族的共同理念。中华民族采用并推行共同的文
化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与民族在“大一统”中
是一体的。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中国
将民族观念经由“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政治行动自
然地融聚于普遍性的共同体观念之中。可以说，中
国人民始终如一的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大一
统”中国的深切认同。

２．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果统一　经验表明，作为
共同体的政治屋顶，传统中国并不是现代组织形式
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天下”以及由此确认的“中
国”。这意味着，个人在逻辑上不与国家相互证成，
共同体之国家性不需要诉诸于个体层面的论证，个
体的生存也不倚赖于作为具体政治主体的国家确

认。家国一体的背后是个体生存、家庭发展与国家
运行在逻辑上的同时性，是一种“在场”的共同体形
态。传统中国的经验表明，个体与集体在源初就是
被共同建立起来的。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要面
对共同的“天”与“道”，而“天”与“道”并未被实体
化、肉身化为神权政治，因此蕴含现代政治的维度。
“天”与“道”凭借自身深远的道德旨归、人性关怀显
映于人间。道德与政治实现了循环，推动作为共同
体的中国在历史实践中追求道德、关照现实（民本
政治伦理）。在此过程中，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果并
未被程序性地隔绝开来，而是在“大一统”的历史情
境中共同维系一体化过程、分享一体化成果。“团
结”的意识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中，成为“中
国性”的根本意涵。

３．政治实践与政治策略统一　持续巩固统一
的多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则。从
整体上考察中国近代史，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均
以塑造和巩固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力

量为终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并非照搬
西方民族国家的技术规划来建构国家，而是着力将
自身建构为东方摹本，毋宁说是延续传统中国的深
厚历史资源和文化精神，在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中
创造性演进“大一统国家”。历史表明，中国的国家
建构与其说是国家政治形式的变化，不如说是整个
社会最深刻的变革。与此同时，社会革命也是“塑

造人民”进而建构国家的历史过程：国家政治最终
落实为巩固和发展国家一体性的方略，国家与最广
大人民为谋求中华民族生存和振兴共同推进政治

社会建构的过程。
综上所述，“大一统”为“中国性”的表述开辟了

整体视野。但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形态的一般
意义衡量，“大一统”对于传统中国建制性要素的刻
画并不清晰，对于具体社会过程中各主体间的权力
关系的揭示仍显模糊。例如，传统中国作为政治实
体以何种方式形成并巩固自身的共同体凝聚力？

这一方式实现了怎样的整体功能？其中蕴含着哪

些独特的社会关系？要解答上述问题，还需要透过
“大一统”的宏观描述，进一步考察“大一统国家”外
化的具体制度和组织形态，提高人们对于经验性要
素的认识精度，推动“大一统”的话语更新。

三、国家—民族：“大一统”中国的现代重述

作为现实与理论的纽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
石，“概念”总是建构于一定的“情境—价值”之
上。［１８］鉴于此，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
须从构建符合中国“情境—价值”的概念体系出发。

（一）“大一统”的制度和组织基础
“天下观”随着秦制的建立得以实体化，形成了

与“大一统”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化表达。［１９］（Ｐ．８０）历朝
历代在建立政权时都十分注重制度体系的建设，并
以此来维护共同体。制度和组织的形态是“政治中
国”的外化，制度和组织的作用过程是“文化中国”
的内化，二者的双向运动共同构成“大一统”国家的
生动实践。在社会科学视野，以制度和组织充实
“大一统”的“情境”经验是判断“大一统”作为“中国
性”表述是否有效的基础。笔者认为，可以从“结
构—功能”视角出发，将贯穿“大一统”的制度和组
织丛集拆分为三个子集，即“官僚制”的组织制度、
“兵刑合一”的国家功能以及二者共同组成的“家国
同构”的政治形态。

１．“家国同构”的政治形态　在论证和阐释“大
一统”国家的政治形态时，许多学者从《大学》中的
“修齐治平”论述出发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并以
此阐释“大一统”的伦理价值。然而，作为现实中的
社会结构，“家国同构”具有深刻的制度面向。“家
庭”与“国家”构成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两大基础
性结构，不论是关于社会角色类型的“八政”说，还
是关于“父子君臣”的“两政”说，都旨在通过协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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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际关系来实现共同体的良性运行。所谓“顺言
曰政，顺政曰遂”（《逸周书·常训》），无论是基于血
缘、宗法的家庭秩序，还是建立在等级化权力上的
国家秩序，都被吸纳到共同体政治生活的范畴之
中。“大一统”以“家国同构”为中心延伸出“官僚
制”结构和“兵刑合一”功能。

２．“官僚制”组织制度　与“家国同构”直接对
应的组织制度是联结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官
员与百姓的纽带———官僚制。从共同体的形成看，
来自于外部的竞争压力是形塑官僚制的重要力量，
“得益于官僚制富于理性色彩的科层结构，共同体
的凝聚力得到强化”［２０］（ＰＰ．１６５～１６６）。从共同体的运行
看，官僚制具有平衡利益结构的制度功能［２１］，蕴含
着集中化控制机制［２２］（Ｐ．９１），与共同体、皇权紧密相
关。类似于政治与社会在“正统论”下的深度结合，
皇权本身具有凝聚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因此弗朗西
斯·福山关注到（秦代）中国创造了韦伯理论中的
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
的、统一的官僚政府且早已具备了现代政治的某种
精神和制度要素。［２３］（Ｐ．１２１）

３．“兵刑合一”的国家功能　“兵刑合一”又称
“邢起于兵”，最初是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学
说，认为部落之间的军事征战是法律形成的动力。
“井刂，罚罪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械者，
器之总名”，“用器之人亦曰兵”。［２４］（Ｐ．１０４）作为“大一
统”中国建构和强化自身的重要举措，“兵刑合一”
在政治和社会的运行中逐渐演化为“兵刑同制”的
整体形式。“刑”即法律上的规制，“兵”即政治武力
统合，对外为“兵事”，对内为“刑罚”，是一体两面
的。“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
同……兵之与刑，二而一也。”［２５］（ＰＰ．５３５～５３６）二者均为
基于国家立场、以国家之名义、以维护国家为目的
的强制性举措。“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
天下”。毋宁说“兵”“刑”之分实际上展现出“大一
统”的一体性，即“大一统”以“天下”与“国”的双重
属性为基础进行的制度性分化。由广义上的“刑”
“法”“律”构成的国家主义制度体系将政治运行的
程序系统与法律制度的规范功能有机结合，在法律
和军事上运用强制力表达共同体意志，完成巩固中
央权威、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的国家功能。

（二）“大一统”的政治取向
“家国同构”不仅是共同体建立和恢复的策略

工具，也是共同体巩固和发展的逻辑起点，以丰富
的制度表达与组织实践维护共同体统一的“政治统

合机制”。［２６］古代中国处于东方文明源头的轴心，
孕育出独特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不同于西方
“以财产和地域因素消解部落组织”形成的古典国
家，中国在部落瓦解后“以血缘宗法因素”重新聚合
起大型宗法乡土共同体，从而迈入文明。中国“一
统”的“王政”在周秦之际业已成为主流，之后逐步
得到制度化巩固并成为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结构要

素。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过程奠基于深厚的社会
文化土壤，中国微观的社会单位（家）、群体的思想
信仰（儒家）、宏观的国家结构（大一统）均以共同体
的权力集中为核心，并最终以“礼治”形成“治理型
秩序”运行的闭环。［２７］

（三）“国家—民族”理论：以国家主义为内核的
话语转换

中华文明在发轫之始就以其包容共聚的精神

追求明显区别于西方，从维系国家的内在统一、推
动国家的整体发展出发，开启了自身的实践创造。
不论是历经五千年沉积的文化基因，还是近代以来
救亡图存的曲折斗争，中国的一体性凭借自身的集
中化逻辑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作为相对独立的政
治社会体系，传统中国的集中性在“大一统”的丰富
内涵中得到充分展现。作为中华民族存续的根本
逻辑，“大一统”包含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形态、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形态、‘民为邦本，
天下为公’的价值形态、‘礼乐征伐’自中央出的国
家统一形态”没有改变［２８］，且业已发展成为现代国
家建构的内在要求，深刻规定着现代中国的发展逻
辑。这一恒常性因素构成了对现代中国一体性表
述的逻辑脉络。
作为“中国的国家主义”，历史中国的“大一统”

已发展成为以现代国家政治为核心结构特征的新

的共同体形态。在与西方现代国家理论进行比较
的过程中，笔者提倡以“国家—民族”理论补充“大
一统”，并以此表述中国作为共同体的内在经验，即
中国的国家建构基于“国家—民族”理论，其核心政
治逻辑是延续自身的“大一统”，现代中国的民族事
务和社会各项事业均以国家的第一性来规划和设

置。不同于西方“先建民族再设国家”的政治建构
路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共同体形式自在的，因
此就中国而言，群体收摄个体的“层级关系”是最重
要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意味着共同体的断裂与
重构，需要在政治主体的对峙与轮替中推动政治过
程，而中国的现代转型则是自在的共同体向自觉、
自强的共同体发展的过程，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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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建立起有效推动自身一体化的核心。相较于
西方的“国家”概念，中国的“国家”概念具有更丰富
的内涵。西方的“国家”只是市场逻辑排异后需要
限定和规范的政治组织形式，在此“国家”是被发明
的制度化工具；中国的“国家”是共同体的体制样
态，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多重意蕴，由此形成的是庇
护主义的国家观念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
在对话意义上，将“国家—民族”理论作为中国

一体性的知识表述具有三大优势。一是从“国家”
概念出发建构自身话语可以有效表述中国独特的

政党政治经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既拓展了
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又丰富了政党类型
学，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的线
索。中国是党建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
命型政党。无论是国家建构还是政党建设，中国的
经验都是独特的，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深刻的文明
性关联使中国的一体性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是以
“国家”第一性来表述自身经验可以廓清中国现代
政治的本质。作为文明主体在大历史观中的自我
认知，中国的现代性政治议程只能“以中国为方法”
“以中国为立场”。因此，中国的独特经验始终处于
现代国家的政治图谱之中，并持续扩充着现代政治
的知识版图。“国家”的第一性无疑与中国的内在
经验相耦合，与现代政治的民主价值深度契合。三
是以“国家”诠释中国的政治底色可以有力推动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社会
革命将广大民众凝聚为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最

根本的力量———人民。通过人民与革命的相互塑
造，中国内在的共同体力量被唤醒，中国成为以中
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实体。因此，以人民为
共同体内核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只能是人民掌握

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集中
华民族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于一体”［２９］，其中
的知识逻辑来源于民族建设，但对民族的整体性、
政治性的确认来自于国家，即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建
设所引领和统摄的。中国的民族建设始终是中华
民族的大民族建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共同体的公
共意志，最终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结语

“中国性”需要在“历史中国”中追溯。作为共
同体，中国具有“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双重面

向，二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重叠。在对中国
进行历史化读解的过程中，“历史中国”得以焕发出
现代的生机，而现代中国的转型实践则为重新理解
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契机。要对“中国性”
展开知识考察，就必须在现代性的普遍要求与中国
自身的内在特质之间寻求平衡。“大一统”是“历史
中国”深层次的内生禀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
了有力支撑。正是基于共同体的价值和经验规定，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即便历经“变”与“异”，却始终
延续“恒”与“常”。“大一统”国家政治奠基于多民
族一体的社会基础，表明中华民族对伟大祖国的深
切认同，反映出中国历史一体性、中国文化主体性
的本质所在，体现了政治与民族相互塑造的内在逻
辑。从这个意义出发，以深厚的历史经验为基石，
秉持“往昔得法，未来循迹”理念生成的“国家—民
族”理论正是在现代知识语境下辨识与诠释“中国
性”的有效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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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杨光斌．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Ｊ］．政治学研

究，２０２３，（５）．
［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Ｍ］．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５］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Ｍ］．
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６］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Ｊ］．复旦政

治学评论，２０１６，（１）．
［７］论语译注［Ｚ］．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８］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Ｚ］．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９］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Ｍ］．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１０］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Ｍ］．北京：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１］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Ｍ］．北

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６．
［１２］王银宏．“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

义表达［Ｊ］．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８）．
［１３］蒋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Ｍ］．福

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４］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Ｍ］．上海：上海远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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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６．
［１５］杨念群．“大一统”与“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Ｊ］．史学

理论研究，２０２１，（２）．
［１６］李宸，方雷．礼序政治：“大一统”叙事的回归与重

构［Ｊ］．开放时代，２０２１，（２）．
［１７］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Ｍ］．上海：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
［１８］郭忠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策略———基于

情境—价值的视角［Ｊ］．江海学刊，２０２３，（５）．
［１９］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

史的视角出发［Ｍ］．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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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２１］蒙克，曾极麟．天命观下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的形

成［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２，（５）．
［２２］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Ｍ］．康乐，简

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３］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

国大革命［Ｍ］．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２４］说文解字注［Ｚ］．许慎，撰．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１．
［２５］钱锺书．管锥编［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１．
［２６］任锋．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

的理论启示［Ｊ］．人文杂志，２０２１，（８）．
［２７］朱承．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Ｊ］．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２３，（１０）．
［２８］陈明明．中国政府原理的集权之维：历史与现代化［Ｊ］．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２０２１，（１）．

［２９］严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话语与方略———基于国家建

设与民族建设关系的视角［Ｊ］．民族研究，２０２２，（４）．

（责任编辑　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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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人凤采
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中

国民族学学会法入代表兼副会长 。 曾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

事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研究员、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国际研究员等 。 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人类学、都市

人类学、生态环境研究。 出版中文专著 《价值链管理：优化业务流程、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控制链管理：防范客户和应收账款风险》《市

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 C 2023~2024 ) 》《当今国

际人类学》 等 26 部、英文论著 4 部，发表中文学术论文三百余篇、英文

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学术成果被翻译成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

牙语等 5 种语言文字出版 。 提出的“二元社会结构论” （伞式社会、蜂

窝式社会）、新古典“结构 功能论”、“国家 民族”理论等产生了

较大的社会影响 。

吴楚克，内蒙古医科大学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 系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

原理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

等 。 出版专著 《 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中国边疆政治学》《文明与

跨文化新论》《西去丝路第一国：哈国纪事》 ，主编 《 中国蒙古族朝鲜族

民族发展与认同研究》《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额济纳与额尔古纳社会

发展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报告 ( 2013 、 2015 、 2016 、

2018) 》 ，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思想战线》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中国疆域问题与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之关系》《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

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 》《从社

会分工角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21 世纪以来国外中国边疆研究重要文

本分析》《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解构边疆观与重

构边疆学》《中国边疆学的新时代特征与知识原理》 等 。

张谢军，东北师范大学思想理论教育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

授、博士生导师 ， 中央“马工程”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文教育

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 。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

政治学教指委委员、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委员、全国高校思研会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等。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

教育基础理论与高校德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教育研究，开创了德育哲

学系统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建树颇丰。 主待国家级、

省部级项目 18 项；出版著作 16 部，主编出版“德育哲学研究丛书 ” “思

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系列著作" 19 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二十余篇 。

获得中国高校入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4 次（其中二等奖 2 次）、

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0 次 （其中一等奖 3 次），以及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普通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工作者、宝钢教育奖·优

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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